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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王陽明的哲學思想，有對比於朱熹哲學的哲學史意義，有開創儒家哲學理論意境的哲學史意義，在當代新儒家的討論中，有超越一切儒學與中國哲學的登峰造極意義。關鍵就在，王陽明論知行關係的意見，融會貫通，透澈骨髓。以其一生的學問與事功，將儒者的典範即身實現，顯現出理論與實踐的完美結合，故而在哲學史上有如此顯赫的地位。然而，從哲學理論研究的角度，王陽明哲學究竟在什麼意義上開創了儒學？對比了朱熹？又為何會受到當代新儒家的如此肯定？當然，這必然是陽明哲學有其獨特的思路所致，因此對於陽明哲學的研究，即必然有開創中國哲學方法論的功效。本文之作，將從陽明哲學論知行關係相關的思路之本分析入手，說明他的問題意識的核心，以及他的哲學思想的脈絡，以期將他的思想特色適予展示，目的在藉由陽明哲學的特殊性，建立陽明哲學的特殊型態，並有以推進中國哲學方法論的研究。
2、 哲學史研究與哲學研究
一般而言，以一個傳統哲學家的理論為對象，進行理論意涵的舖陳展示之研究，這是屬於哲學史研究的範疇。哲學史研究是以哲學史上的某學派某系統之某著作或某理論為研究對象，而良好的研究途徑，即是從哲學基本問題以切入文本分析，從而提煉思想意旨。至於哲學史作品本身的敘述脈絡，常會是從對其它哲學著作的理解、詮釋，從而創發新說，作為論述之途徑，當然也會直接就所設想的問題發表新說，因此研究哲學史作品的方式便成為以哲學基本問題分析法為方法論架構，以哲學作品本身的經典詮釋意見或特定哲學問題的主張意見為討論對象，所展開的文本分析。
基於文本分析的成果，在對於一項哲學史課題瞭解清楚之後，則可依據其所提出之理論或表達理論的方式進行哲學專題的研究，此時，哲學史研究便跳出了歷史的範疇，而進入了哲學研究的本身。以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分析文本的研究方式，還是企圖說清楚原典的意涵，還有豐富的哲學史研究意義在。但以哲學史理解為基礎的哲學研究，就不再受限於原來的問題及原來的主張，而是以更新的哲學問題，就原來的哲學史的討論成果，而提出創造性發言，因此問題更為廣泛，意見更有創造力。就中西哲學比較而言，哲學史研究尚且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哲學活動，至於哲學研究，就是中西共通的哲學研究的本身，只是他還具有中國材料的意涵而已。
在哲學史研究的哲學基本問題分析架構的討論中，作為一個工具的意義，它本身是哲學研究的課題，以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深入哲學史原典進行文本分析，從而提煉研究方法的工具性知識，則又是哲學研究的課題。因此，本文之作，既有哲學史研究的意義，也有哲學研究的意義。前者是對王陽明哲學文本進行哲學意涵之哲學史解析，後者是藉由解析而推進哲學基本問題研究法的工具性知識。後者是有知識論研究的意義的
。
此外，以陽明知行關係為問題對象的研究，還是哲學史研究，但以知行關係的陽明意見參與到知行關係的中西哲學比較的討論，則是哲學研究。依本文之討論企圖，還是停留在哲學史上的陽明知行關係為主，至於純屬知行關係的哲學討論，將另待它文。

3、 王陽明哲學的研究進路

以下，將以王陽明的哲學基本問題研究進路、王陽明的經典詮釋意見、王陽明對特定哲學問題的主張三項進路，說明研究王陽明哲學的進路。

首先，從哲學基本問題研究的角度說陽明學時，必須將陽明哲學定位為工夫論哲學，亦即他的哲學思想的特色重點在於工夫論哲學的意見創造上，而不是形上學的意見創造。這也並不是說他沒有形上學的立場，而是形上學立場是他的理論預設，是他發為工夫論旨的理論依據，並不是他展開思辨推演討論的焦點，因此他的主要哲學創見的定位就是在工夫論上的，這就是他以《大學》文本詮釋所創作的本體工夫觀點，如格物致知及致良知等。當然，王陽明還是有一些形上學意見的表述，只是不成大宗，這就主要集中在對良知學的理論預設之良知概念之本體論意涵或存有論意涵的說明中。
就工夫論旨的兩種型態而言，首先他的工夫論是儒家傳統的本體工夫之基本型態，「本體工夫」的詞彙甚至就是出現在王陽明的著作中
，而並不是一個當代中國哲學的創新術語。陽明工夫論是本體工夫，因此也就不是宇宙論進路的身體修煉工夫，他有不少對仙家煉氣的發言都偷渡概念、轉換意旨為本體工夫
，而他自己的身體修煉經驗也似乎都沒有以理論陳述的形式被他表達出來
，因此可以說在他的知識世界中的工夫論觀念就是心理修養進路的本體工夫為關鍵，這就與他的後學強調靜坐調息甚至發弄神通光景的進路並不相同，可謂這些後學並非陽明這位儒者的善述者
。

對本體工夫的各項次及工夫論問題而言，工夫入手、工夫次第、境界工夫的問題都被他收攝到本體工夫論的意旨中以為貞定。
其次，從經典詮釋及哲學意見表述的角度來看陽明哲學的發言時，陽明哲學的工夫論旨可以說主要就是在經典詮釋的進路中言說的，而且就是以《大學》文本為最主要的依據的。其它有《易傳》及《孟子》文本的詮釋意見，都仍與《大學》詮釋意見一致。他的「格物致知說」、「致良知說」、「四句教說」都是《大學》文本的經典詮釋意見，至於來自《易傳》的窮理說，也並不是主要為了討論《易傳》而提出的，而是扣合《大學》格致宗旨而併同提出的。還有來自孟子的「良知」、「必有事焉說」，這也是與格致說意旨直接扣聯的意見。此外，「去人欲存天理說」及「知行合一說」，可以說是他的哲學主張，但前者已是前儒使用不斷的概念，後者則是程頤及朱熹依《大學》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說之再下一轉語而來。
可以說，陽明哲學的所有重要命題在哲學史上都不是創新的概念，而是對於傳統經典的概念從工夫論問題意識下手，以提出他的本體工夫論旨的，並且，這些在傳統經典中討論使用到的重要概念，更可以說都是在朱熹哲學作品中就已經是最重要的概念了，只因後人對朱熹宗旨之掌握有所滑失，陽明則重新詮釋而有以救正，因此哲學史上有陽明是否定朱熹還是繼承朱熹的爭議。筆者認為，王陽明是繼承朱熹所討論的最重要的哲學文本《大學》一書之觀點，但提出自己的從本體工夫進路的詮釋意見，而有別於朱熹從工夫次第以強調《大學》的進路。但是，本體工夫與工夫次第不能衝突，因此朱熹與王陽明亦不能有對立衝突的詮釋意見，只是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因而有不同的詮釋意見而已。至於當有相同的問題意識時，則陽明便發為《朱子晚年定論》一書以言其同，事實上此書是將朱熹書信中一些談及自己做工夫的心得及反省的文句摘錄為《朱子晚年定論》，以與陽明自己所最關心的實踐問題併為同路。陽明這樣的做法，十分合理，哲學史上一些從朱子晚年是否晚年、以及朱子有更多與陽明不類、甚至陽明自己有眾多批評朱熹的言論來反對陽明的倡議之說，都是沒有認識清楚陽明的言說進路的無謂批評。陽明關心自我修養工夫，發現朱熹也有同樣話語，就急著引為同道，如此而已。朱子當然可以與陽明有相同的對於工夫實踐的反省觀點，至於陽明批評朱熹一些哲學命題的觀點則盡可發為經典詮釋的討論，但絕不會因此影響到兩位儒者對於實踐儒家價值宗旨的工夫論意見，這就是是否能準確理解文本，而從相應的哲學基本問題為進路，以分析問題的做法，能掌握正確的問題，則能理解陽明從何種進路說朱子晚年同於己意，至於朱熹一生主要的哲學意見，則可以說陽明多已發為文字，用力批評了，成不成立，後文將述。
四、王陽明哲學型態的心理因素
本節說明王陽明形成工夫論哲學的背後歷史背景及心理因素，目的並非以此證說其說之是，而是為說明其學說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型態的特殊心理關懷。陽明生於明代以朱熹《四書集注》為科舉取士的理學昌盛之時代，「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但人人口說心不行，儒學知識成為只是求取功名之工具，並非自己心行實踐的理想。至於陽明本人，則自幼天資聰穎，充滿強烈的知識探求的興趣，以及生命實踐的衝動，立志以成聖人，風雲際會，謫龍場，悟格物致知說，後建事功，並講學不輟，事功愈大，威逼更大，動心忍性之際，更加體會良知學的意涵。可謂一生都在道德實踐中體悟儒學，因此他的儒學就是以戮力實踐為宗旨，從實踐的體會中，藉由《大學》文本概念的重新界定，提出有別於朱熹以「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之《大學》詮釋說，而為「知行合一」之本體工夫的《大學》詮釋說。陽明之學，體悟與實踐之學，並非系統性哲學建構，並非為解決儒學作為一體系性哲學需有與道佛辯論之理論系統建構之需的問題，亦非為解決儒學作為吸收先秦、兩宋以來所有觀念系統的如何集大成之體系建構之問題，而是由立志實踐之實際操作觀念，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窮理等文本概念以己義解釋，創為新說，因有實際實踐之體證效驗，故而感人深遠，因有實際事功之顯赫於天下，故而弟子蜂擁匯聚。陽明以即身即是聖人的氣象，證明了他的儒學觀點，形成一套直接實踐的本體工夫的說法系統，不能說陽明展開了全面性的儒學文本解讀，而是就重要儒學典籍的實踐意涵予以釐定澄清，不能說陽明建構了儒學的新的形上學系統，而是藉由他的本體工夫論的發揚而使其系統中預設的儒家形上學觀點有了實證的進路，因而有了認同與主張的立場，但所據以為證的形上學系統，其實皆已在先秦兩宋諸儒學的系統中被表陳了。因此他真正表述的哲學思想，就是真實實踐的立場，他藉以表述要認真實踐之立場的哲學命題，就是藉由《大學》中心的相關概念之文本詮釋而立說的。掌握了這個軸線，陽明的所有命題皆同一宗旨，同一模式，沒有什麼複雜的思辨，只有同一套思路的不斷重述而已。
當然，陽明所說仍是一套哲學觀念系統，但卻是講究實踐為要的工夫論哲學，至於涉及三教辯證的若干意見，則仍是宋儒以實理實行於家國天下的同一套思路，陽明亦並沒有新見。陽明學可以說是把儒家哲學的實踐精神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的一套系統，在當代中國哲學重視以實踐為標異中西特質的哲學風氣中，陽明學正是儒學史上最足以代表實踐特質的哲學系統，因此受到重大的肯定。但是，儒學當然要求實踐，更需是以實踐為目的，不過這並不表示儒學不需要形上學原理以作為實踐之理據，而形上學原理可以由實踐之進路而證成為真，依然不表示實踐意旨本身等於形上學命題的陳述，因此陽明學故因實踐之特長而掌握儒學之精義，但不能說儒學之理論要旨已盡詮於陽明學，北宋周張二程及南宋朱熹的形上學體系，都可以是陽明接受並預設的形上學系統，陽明有別於諸儒的並不是提出了新的形上學問題與理論型態，而是更能陳說實踐的宗旨。而其於實踐宗旨的更能陳說，當然與他成就於天下的具體事功之實證經歷更有關連，依陽明自己的立場，他的事功無一不是成立於他的工夫，而他的工夫無一不是將儒學的價值予以實踐而進展的，因此他言說他的實踐而成就了儒家的工夫理論，他的工夫理論預設了他沒有系統性舖陳的形上學理論。因此他的工夫理論不能視為與他儒的形上學理論有所對立衝突，更且，他的工夫理論也不能視為與他儒的工夫理論有所衝突對立，只能說是有不同的語意約定或問題意識，這一部份就更需要有良好的理論工具以為分析討論了。
總之，陽明以實踐的體悟而說出了他的工夫理論，但是他的工夫理論之理論意義的成立，則仍是基於儒學史上的形上學理論，只是他的實踐依據他的工夫理論，而他確實實踐有成，因此他的實踐證實了他的工夫理論為真實有效驗的理論，但是，這也就同時證實了他的工夫理論所預設的形上學普遍原理。

五、王陽明的重要哲學命題
王陽明於三十多歲在貴州龍場驛站體悟「格物致知說」之後，即以此說之宗旨逐步衍伸出其它命題觀念，實際上他的「格物致知說」即是對《大學》格物致知概念的新解，以此為宗旨，提出對於心意知物概念關係的說法，因而於晚年有「四句教」的提出，其中還包括對於「知行合一」的暢說，對於「窮理」概念的格物致知義之解說，提出「致良知說」深化格物致知說，提出「去人欲存天理說」落實格物致知及致良知說，提出「必有事焉說」還是為落實知行合一意旨，提出「心即理說」以倡說實踐。而這一切都是本體工夫的觀念系統，就是提出本體工夫的觀念並要求實踐落實的意旨。
此外，本體工夫預設了本體，這就有了形上學意味的哲學討論，就此而言，陽明倡說最力的就是「良知」概念，良知就是本體、就是心體、就是道、就是性，良知有種種特色，因此展開動靜、善惡、有無諸說，但亦都是為了致良知之本體工夫論作為理論依據而提出的。另外，陽明亦倡說「天下萬物一體」的意旨，這也是為了致良知的工夫論做理據的意旨，但這一條已經是張載、程顥皆已提出的觀念了。
    陽明當然有提出有別於朱熹的說法，最主要的重點在於指摘朱熹之說法有析心與理為二的缺點，以及求至善於事物之中是義外之說，以及對格物致知說的不同於朱熹的詮釋，但陽明又編《朱子晚年定論》，意圖將朱學同於己學。
陽明因著實踐的倡說，有若干話語似乎涉及到存在現象的唯心論解釋，但究其實，王陽明的思路還說不清楚形上學的唯心論問題，倒是實踐哲學的主體性認識的強調十分充足，因此或許是說得有些溢出，卻仍不能否定他已經說出了形上學問題的唯心論立場的命題。
本文之討論，將主要放在陽明由「格物致知說」所引伸的「知行合一」、「心即理說」，「致良知說」諸義上，其它問題另待它文之討論。本文之討論，將主要以《傳習錄》文本為據。
六、本體工夫論的格物致知說

「格物致知」原是《大學》文本中的「工夫次第」項下的第一項，陽明以「本體工夫」思路解之，格物致知變成不是研究事物之實事實理，而是實踐本體價值於事事物物之上。參見：

傳習錄上：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陽明解格物，以去其不正歸於正說此格物之義，因此格物即是正事物，即是存天理去人欲以正事物，如此亦是其言於窮理之文義，所以格物是做本體工夫，窮理也是做本體工夫，窮理是把此理在心上實踐呈現的本體工夫，格物是把事物的道理去其不正以歸於正，還是一個在主體的心上活動的本體工夫。又見：

傳習錄上：「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說「心發一念」即是主體心行要去有所作為，即是實有一事在實踐進行中，故而凡意念之所在便是一物，故而格物即是就所意念而即之事之如何處置在心行上去其不正以歸於正。陽明在念頭上講物概念，正見其在主體實踐的本體工夫上詮釋格物概念的特質，而不是在處理外在事物的客觀知識的層面上將物置於心外來說。又見：
傳習錄上：先生曰，「今為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況為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尚不易見。況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天理來頓放著不循，講人欲來頓放著不去，豈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的工夫」。

陽明的格物致知之學並不是拿來講明知識之學，而是拿來心上實踐的正其不正、致其良知之事，因此批評只知講說卻不能落實的進路是義襲而取而已。又見：

傳習錄上：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此即以正物之實踐活動本身解義格物概念，而不是以研究事物之道理的先知後行之工夫次第之意旨解格物概念。又見：

傳習錄上：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說無間於動靜時之靜，亦是有念頭在活動時之靜，而不是一念死絕之靜，因此「必有事焉」在此處之解讀是心理上有事即是有事。由此亦見陽明是強調心上時刻做工夫的意旨。又見：
傳習錄中：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試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踵陳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之訓者，如「格於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於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繄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啟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密。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見以為「於道未相脗合」，不為過矣。

本文說格物致知說，理論上有意義的重點在強調意與物之詮釋上的同一立場，以及格物之格字義應為正字義而非至字義，又以窮理說在《易傳》之本意說格物致知說之意旨。

陽明言「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既事親為一物，」因此事親活動之出現乃決定於主體心意之活動，因此有此心意之發出才有實事實理之落實，以此合心與理為一。筆者以為，這是陽明的創造性解釋，尊重可也。只其批評他人意見處不必接受即是。

又言：「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此即明確表示立場，要以正字義而非至字義說格物之格，因此成為知行合一的本體工夫，而非僅為認知義的工夫而已。以正訓格亦是陽明的個人哲學立場，亦是尊重之即可。
陽明以格物致知即是為了窮理，然而此說亦同於朱熹，只是兩造在窮理說的詮釋意見上大相逕庭。陽明以窮理即實踐了格致誠正諸義之本體工夫，而格物則尚須致知誠意正心，但窮理便即是徹上下一齊完備的本體工夫，而且這是《易傳》原意。以《易傳》言窮理義為格物致知解之說是陽明的創作，但是以《大學》格物致知說解《易傳》則是朱熹的創作。
又見：

傳習錄下：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為『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工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於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於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於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功？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著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著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於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卻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卻不依這箇真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得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著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著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於為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為，意在於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為；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為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此也。」

本文中陽明將格物之宗旨明明白白地與誠意正心說合而為一了，正心要誠意，誠意要致良知，致良知則要就處事治物上著實致此良知，因此即是格物。故而格物即是正物，正物即是正其心中善惡諸念，善惡諸念即是意念，即是對意之所在之種種事物之善惡意念，故而意與物合，格物即是誠意，但又多出個知字，所以陽明又把致知說成致良知，因此又是個與正心誠意同義的本體工夫。其實，既然心意知物都是心的種種狀態，就說個正心已經諸事畢矣，加個誠意還是正心本義，再加個致良知也還是正心本義，再再加個格物也還是格其不正以歸於正，因此也還是格心中之意，只是此意已直接對象在物了，故而是即事而正心，也還是個正心工夫。關鍵都在，陽明最在意的一直都是此心之善惡正邪，一直都是本體工夫的根本問題，而不是工夫次第的問題，即便是工夫次第的問題，陽明依然轉向以本體直貫之工夫為次第之優位工夫，因此並沒有次第工夫的準確問題意識。於是格物之義涵還是本體工夫，則本體工夫以格物說、以誠意說、以正心說都是意旨全同。中間多出個致知較難說，於是陽明創造性地以孟子之良知說為此處之知，於是致知成為致良知，則致良知就是正心，義涵仍同。此事湛甘泉曾有辯難於陽明，陽明則仍是以本體工夫一路回應之。依筆者之立場，贊成甘泉的辯難，但陽明是藉大學文本以創說己意，作為哲學創作，理解陽明的思路並尊重之亦可也，但所謂尊重是尊重其哲學創說而不是同意其文本解讀。
七、陽明論心意知物的關係

格物致知說是在《大學》文本中的概念，它原是連結於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四項工夫次第的觀念，但陽明將四項次第工夫以一項本體工夫的意旨解讀了，因此多出了心意知物的四合一的如何解釋問題，於是心意知物成了同一個主體之心的四種狀態，並以此發為晚年之四句教宗旨，參見：

傳習錄上：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陽明談本體工夫，本體工夫以心理修養為進路，因此是心上工夫，故曰心是身之主宰；陽明對意字之使用只是一般的發為念慮層次之事，意就是一般的有善有惡之念頭的意；念頭之意有一個價值意識的主宰在，即是知，此知是知善知惡好善惡惡之良知之知，即是心之本體；至於物，即是事，陽明此說十分牽合於大學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的排比系統而勉強定義的，說物是意之所在的物，就是為格物是要正事物而說的。既然一切事理都是意念的對象，那麼即正心誠意即端正了一切事理，因此又連接上「心即理」的思路了。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就是要說事理之呈現必在主體心行之內，因此還是一個要求做工夫的思路在定義心意知物的概念的，而心意知物的概念之所以被排比在一起則又只是依《大學》文本之現實而做的定義。所以與其說陽明在做概念定義，或說陽明在作文本詮釋，都不如說陽明只是為倡說實踐而藉由文本文字定義來提出，當然這不只是一套論述的策略，而是他自己已經確實如此地解讀了文本，當然這就是因為他已經是這樣地想事情了，因此才不自覺地這樣地解讀文本了。所以陽明的文本解讀不必是《大學》原意，但也絕非沒有哲學意涵，而是一套有哲學意涵的創造性的文本詮釋，有推進儒學理論的功效，但不必一定要去爭辯這是否就是《大學》文本之本意。

若由陽明四句教旨來看，其義實是同於此文之使用義的，由此則知其心意知物概念之使用義是為本體工夫的詮釋而為之定義。參見：
傳習錄下：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為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原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為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裡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裡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為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禮，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的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為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為俱不著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在格物致知說的基礎上，陽明弟子藉心意知物展開了無善無惡還是為善去惡的爭辯，此即陽明學說中另一核心命題「四句教」說的來源，王龍溪以無善無惡開端，既然陽明曾說心體是無善無惡的，則意知物亦應一齊是無善無惡的。錢緒山十分不安，兩人提請陽明正義。依陽明，「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是其以心意知物四個概念排比工夫論的一套新創學說，關鍵在於陽明是站在從未發到已發的歷程上，使用心意知物四個概念說本體工夫，因此心意知物其實都是心的作用的四個歷程之四種表意形式。就此而言，陽明在這個系統中所使用的心概念，其實是發為心意知物四個概念，說無善無惡心之體，是就主宰之心在未發時尚未有種種善惡意念而說的，不是說得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必是至善的，本體是說得終極價值，是價值意識的本體論之本體，說無善無惡心之體，只是就著心之尚未有活動時的中性狀態而說的。

陽明這種表達方式亦見於「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
理之價值意識亦是仁義禮知之至善的，但就其為一理體本身而言，說其有此理之存在之自身而非在一活動的狀態時，其善其惡兩不彰顯，故說為無善無惡，指其非在活動之自存之靜止狀態，因此是心統性情架構中的性的在未發之中的狀態，未發狀態時之此心乃無善無惡。此義亦差不多同於朱熹所說的理無動也者時的層次，理就其存在自身可說潔淨、空闊、無動、無善、無惡，但理就其價值意識而言就必須是至善的了。說有善有惡氣之動，就是說心之活動了，同於陽明自己的意概念之使用，是有善有惡的，即是一般人的一般心理狀態，即是意念不純時之狀態。
回到四句教說，有善有惡是意之動，顯見陽明說意就是一般心理狀態，不純，故需對治，即是知善知惡的工作，之亦是心之知，不會是別的主體的知，因其能分辨善惡，因此是心之本體之知，即是良知的作用，良知仍是主宰心的一個側面，只其是本體的側面，是天地之性之發動的側面，既知善知惡即得為善去惡，為善去惡仍是心的活動，是心之對治於有善有惡之意的活動，依陽明，意即物，物即意之所在之事物，因此還是意，是心對治意而為為善去惡，是心對治心中之善惡紛呈而以善去惡，對照於陽明連山中之花草都說成是心內之物，則確知其物字之用法確實就是意字義了。所以為善去惡是格物倒不再是對物字義作討論，而是直接說格物工夫了。
至於王龍溪所強調的無善無惡之意旨，依陽明之意，「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湍的，原是箇未發之中。」所以其所說者就是心在未發時的狀態而已，只是一個狀態，未有相對之善惡意念，故說無善無惡，但一旦發動良知本體，則必是知善知惡且能為善去惡，因此利根之人一悟即入本體，此悟卻並不還是停留在無善無惡之意念處，而是至善無惡之價值意識了。王龍溪強調此一狀態為究竟處，正與其工夫虛玄之特質有關，無怪被批為入禪。陽明則因自己意旨把握不清，遂予利根之讚詞，但說到自己的根本宗旨，則還是要回到四句教中而不是四無教。另見
傳習錄下：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

上文即十分清楚地見出陽明所使用的心意知物之字義都是心的種種狀態，「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著處謂之物，只是一件。」，心是人性主體的本身，一切都是心，但心在已發時之狀態有種種善惡諸念，此即以意說，「意未有懸空的，必著事物。」故而物即是意念中之事物，物與意二而一矣。其實心意知物在大學有其本來意旨，正心為本體工夫落實在有善有惡之心思念慮之意中，即是誠意工夫。惟誠意工夫需有正知見，故需致知，致知需就事物而言，故言格物，論旨十分樸素，只陽明專主強調本體工夫，故而心意知物一義，而格致誠正一事矣。
八、陽明良知說及致良知說

良知是《孟子》文本的概念，致知是《大學》文本的概念，致良知是藉《大學》文本說《孟子》意旨，良知之實存對陽明而言是有真實實感的經驗，而把良知說為本體則是先儒共有的意見，孟子以「良知良能我固有之」即是以良知與性善本體等義並用，陽明就是繼承此義而已。參見：

傳習錄上：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曾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良知既是性善本體自然即能發用，但是，常人不免私意，故需用致知格物工夫。其實，常人不免於私意之原因為何？這是形上學問題，當然也是工夫論問題，就是沒有做工夫才會有私意流出，因此是工夫論問題。但是為什麼沒有做工夫私意即會流出呢？要給一個解釋就是形上學存有論的問題了。張載的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說，朱熹的理氣說，都是為面對這個問題的形上學系統，王陽明是不進入這個問題意識的細節去思辨形上學理論的，但是這個問題是儒學形上學的必要回答的問題，雖然做工夫時可以不去意識這個問題，但不表示理論的世界這個問題就不存在了，因此筆者要強調不同的哲學家系統有不同的問題意識，就其所關切之問題而提出意見而形成儒學一大系統的各個方面，這都是有所貢獻於儒學理論的哲學史進步的，不能因為工夫操作時可免於意識這些問題就以為這些問題已被解消或不重要，張載與朱熹的形上學的意見在系統性哲學的理論建構中仍然有其重要的地位，王陽明可以不談，任何一位學者也可以不談，但不談並不表示問題不存在、不重要、或無意義。即就陽明文本而言，為何要做格物致知的工夫？良知至善之本體豈非已經足夠，事實不然，因有私意在。又見：

傳習錄上：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為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為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為學頭腦處」。

陽明講心體，心體即是心之本體，心之本體即是良知，即是道，做工夫都是做在良知上，故而說是要在「心體上用功」，這就是「為學頭腦處」。其實，朱熹一樣說頭腦處，意旨全同，儒家的工夫就是本體工夫，本體工夫就是心理修養的工夫，就是以儒家價值意識作為主體心行的意志以為貫徹的宗旨，此價值意識為良知說、為天道說、為本體說、為心體說都是同指一事。陽明於此一形上道體的問題無有新說，陽明於此一本體工夫的意旨亦無有新說，唯一有新意的就是藉《大學》文本概念的本體工夫解讀來強調必須實做工夫，將致知說為致良知就是這個文本新意的解讀。又見：

傳習錄上：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硬把捉著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卻是集義到自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其心之本體」。

本文說「性即是理」又說「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這些思路差不多就是朱熹的存有論思路了，連命題意旨都相同了。陽明說的「性即理」即是朱熹之意旨，沒有任何可以差別的。陽明說性與理之不動可有多義，朱熹亦持此義，但朱熹之持論主要應在說它們的價值意識永遠不更易，至於陽明的持義主要應在主體心尚未發為行動之前的狀態只是純性的純理的，即是伊川所講的「未發只可言性」的時機，此時性不動理不動，甚至亦是無善無惡的狀態。又見：

傳習錄上：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性即是良知，性是至善，這是就天道的價值意識說的本體，陽明雖有無善無惡心之體說，但那指得是主體的未發活動時的狀態，不是就主體的本體的價值意識說的。

九、陽明窮理說

窮理是《易傳》概念，朱熹言格物致知時以認識事物之道理詮釋之，同時將《易傳》言窮理之概念帶入此義中，陽明不走認識道理之路講格物致知，反而是從實踐價值原理的方式講格至工夫，如此一來反而與《易傳》言於窮理盡性至命的本體工夫意涵一致。參見：

傳習錄上：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陽明弟子之言：「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此說與程頤「涵養需用敬，進學在致知」的意旨相同。居敬、存養、涵養等是陽明的宗旨，即是本體工夫，故而無疑。但窮理概念在程朱之使用上卻是進學致知之意旨，此即陽明要反對的。陽明關心的是主體是否真要實踐，而不是主體要實踐的道理是否需要講求，後者是程朱的格物致知義，前者是陽明的格物致知義，因此陽明亦將窮理解為主體實踐此理而為窮理之義。故曰「窮理即是盡性」，盡性是本體工夫，是把窮理之理直接以本體論的價值意識之仁義禮知來解讀，故而窮理即是落實仁義禮知的價值意識，而不是去追問外在事物如何處置的客觀道理。可以說這是問題意識的不同而有的不同的窮理詮釋意見，此處陽明之詮釋意見又是還原為一套本體工夫論的意旨而已。

十、陽明知行合一說

「知行合一」說亦引伸自格物致知說而來，格致工夫是先知後行的宗旨，此義無誤，陽明以為割裂知行，實是誤解，但陽明倡議知行合一之旨，亦是大有功於儒學。只其批評朱熹文義是無甚必要，且有錯誤而已。參見：

傳習錄上：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卻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要復那本體。不是著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是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麼意？某要說做一箇，是什麼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卻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為此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卻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為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閒說話」。

陽明說知行合一之旨，就是要求做工夫的意旨而已，有人能知不能行，這就是私欲作祟，至於古人先說知再說行，這是為免「冥行妄作」，所以先說知再說行，這正是朱熹本意，陽明並不能以此說而有所對立於朱熹先知後行之說。至於後人待知後行，這又是人病，因此要提知行合一以治此人病，然此仍是人病亦非法病，亦即並非先知後行之命題的法病。又見：

傳習錄中：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為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閒，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為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弟子明白問陽明「工夫次第」的問題，陽明以為弟子之問自相矛盾，其實不然。此暫不論。本文中再度出現陽明對於知行先後的特殊解讀意見。陽明甚至認為是要行了之後才可能有真知，所以必須是知行並進才可。而程朱意見是要先知了之後才可能有正確的行為。問題何在？關鍵只在陽明所論之先有行動之後才能知道的事情是指得主體的善惡諸念，陽明在用兵治事的經驗中，多少善惡念頭交戰胸中，真正成就大事者都是在此處見識透徹才能終成大事，都是不斷檢討自己的私心私意是否影響處事的決策才真能頂住內外諸多交逼之痛苦，所以對於陽明而言真正需要知道的就是自己的心念之正道與否，而不是對外在事物如何處置之知識，那些對陽明而言都是簡單的事，但是否堅守道德意識則是驚心動魄利害攸關的大事，因此要真行為了以後才能見到自己在更新的場面格局上是否還能守住原初的善念，而這正是要用功的地方。因此知行並進才有盡德修業的成就。陽明此說雖特殊，但亦極為明白，說明於上。又見：

傳習錄中：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為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略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閒，姑為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閒，而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本文深度申說知行合一之旨，並即於對朱熹的批評，最後還是還原到心即理的命題上。

陽明以為知行合一說之提倡是因為時人將知行分做兩截工夫，筆者認為提倡知行合一說甚有道理，但時人將知行分做兩截工夫是時人的人病，並非朱熹有此主張。陽明以為持朱熹先知後行說者會批評他的理論會有一種「專求本心，遂遺物理」的缺點，這是指得缺乏客觀知識就要強調積極實踐時會導致的冥行妄作之弊端。此義陽明也是知道的，但這不是陽明認真關切的問題，陽明為此替自己辯駁，他的討論重點卻是放在「心即理」上，亦即主張心要與理合一，也就是知與行的合一上。然而，有趣的是，陽明強調「心即理」時卻用上了「性即理」的命題。亦即被當代學者劃為兩橛的心即理與性即理命題根本就在陽明學說中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陽明之義即是：「心之體，性也，性既理也。」就是說心之本體即是天地之性，即是天理，故而性即理，既然心中賦有天理之性，則在心意中將之呈現即落實為一一具體的德行行為了。因此要有其心，才有其理，才有其事，所以專求本心即有其理即有其事，豈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事。此二說各有思路及概念定義，其實皆可成立。但陽明卻要批評朱熹對心與理的討論意見「未免已啟學者心、理為二之弊」，陽明之批評沒有什麼根據，學者要有何種弊端自是他人之事，陽明學說亦啟後人情識狂盪之弊，這也要陽明悔過嗎？筆者不以為然，因此朱熹的言論啟後人何種弊端亦無須朱熹承擔，古今中外多少聖人言語一樣啟後人無窮無盡之弊端，關鍵只是後人志不立，非關聖人言論。陽明以朱熹之說為外心求理，所以知行二分，而他的理論是知行合一，心即理，筆者對於陽明建立新說完全認同，亦不必從《大學》原意是否即此而認同或否定，陽明就是就著自己關切的問題藉《大學》說道理而成一家之言，如此認識即可，理論問題已討論完畢，至於文義考據問題是另外的事了。

十一、陽明講心即理說

心即理說是在知行合一說中引發的較為深刻的理論，哲學史上以陸王言心即理、程朱言性即理而為嚴格之對立系統，其實不然，就在陽明的文本中，心即理說與性即理說完成有機的結合，工夫論的心即理預設存有論的性即理，根本沒有衝突對立的任何意思。參見：

傳習錄上：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間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溫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知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溫，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清，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箇溫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母的熱，便自要去求箇清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卻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天下事理的道理在於天下事務之本質，這是朱熹格物致知說要追求的事事物物之理的思路，但陽明說「心即理也」的意思卻不在此，而是事事物物之道理的實踐只在主體心的意志之願意實踐上才能實現完成。這又是孟子仁義內在說的意旨之再現，王陽明想的問題不是存有論地說普遍原理存在於心內還是事上的爭辯，而是實踐活動的落實是完成在主體性的價值自覺上還是外在事物的本身，那麼結論當然是完成在主體性的價值自覺之活動中，因此此心即此理，心即理即是心實現了理，此心即在如理的狀態中，理的呈現只能因主體心的貫徹而有其可能，絕不在外在事物之道理的研議上。因此事父不成就求天理於心中即得而成之，「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至於真要去事父時的溫清定省之事，陽明亦非不講求，而是要講究頭腦，即是使此心純乎天理才是頭腦，頭腦定位好了，溫清定省自然會去講究，頭腦未定，則就算講究了溫清定省亦是無效的。

所以，陽明的心即理是心去實踐此理使此理於心上呈現之義，不是什麼形上學存有論的命題之以心之未做工夫即必已與理為一之命題意旨，因此此理是活動的，而能有別於性即理說之理是不活動的意思。事實上，王陽明一樣主張性即理，為性即理本來就是在說存有論，程朱倡說於前，陽明未有誤解，因此實踐哲學進路的心即理說即得與存有論進路的性即理說合一共處。又見：

傳習錄上：「虛靈不昧，眾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說「虛靈不昧」就是在說主體之心的功能，說「眾理具而萬事出」就是在說主體心之能辨析道理而指揮事物，既然如此，沒有心之活動作用，就沒有事理之呈現之可能，故而理亦在心內，事亦在心內，「心外無理，心外無事」，並非存有論地說普遍原理，而是工夫論地說一切皆因主體心的活動而有其現實。又見：

傳習錄上：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為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為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朱熹之意不過就是心統性情及求事事物物之理，因此為學在心與理而已，善解之即無疑意。但陽明說「心即性，性即理」卻與朱熹倡說的「性即理」同一意旨，朱熹之「心統性情」、「性即理」就是在說心概念包括了性的意涵及情的意涵，此與理氣說一致，性即理氣說之理，故而性即理，情即理氣說之氣，其中言於性即理即是要倡說人性即天理，即是天地之性即是天理本身，天理是善故而天地之性是善故而人性是善，就是這個性善意旨的強調而說出性即理的命題。此一命題亦在陽明言說中出現，性即理是存有論地說，心即性即同於心即理說，是一實踐後的狀態之命題，心即理與性即理根本沒有理論對立的意味在。又見：

傳習錄上：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為善，有為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此即陽明從主體實踐與否來回答這個人之為惡的問題，從經驗上說此說正確，從理論上說尚未究竟，應該給予人之所以可能為惡的普遍性命題之說明，亦即形上學的命題，朱熹為之，大有貢獻於儒家哲學系統，王陽明沒有討論，亦不必因此批評王陽明，個人有個人天分上適合談的問題及興趣上更關心的問題，但絕不能忽視別人的問題更不能否定別人談的問題，更更不能的是，因不解別人的問題而以為別人的答案主張有誤。又見：

傳習錄上：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著。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卻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說「無私心，即是當理」即是說「心即理」，故而筆者不斷強調，心即理說是就工夫實做處說，性即理說是就存有論的概念關係處說。至於說析心與理是指朱熹意旨，即是不去即心即理地做工夫，因此心與理隔，然而朱熹沒有這樣的意旨，是因為陽明自認為朱熹的格物致知窮理說是求理於心外，是不去實踐光講求，也許時人有此種人病，但是朱熹決沒有這等主張。

十二、陽明對朱熹之批評

陽明對朱熹的批評包括義外說、知行分裂、沒有實做工夫、心理為二說等，都是誤解，本節欲予澄清之。首先就義外說言，參見：

傳習錄上：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卻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卻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朱熹談修齊治平的事功需求格物致知之功於先，是一先知後行的工夫次第說，所謂工夫次第，即是次第之先及次第之後皆一齊完成才是工夫的完成，其中次第之先需以格物致知為之，即是先知後行的主意。此先知之工夫即是求事事物物之理，此事事物物之理即是實務實事之公共政策之知之理，知後即去行之。此事物客觀之道理含聞見之知義，亦含德性之知義，實踐之即是誠正修齊治平諸項。王陽明割裂朱熹依《大學》次第講工夫之意旨，單提格物致知為求事理於外之說，實際上是以為此求外在事物之理之工夫只為求其理，不為求實踐此理，不求實踐即不於心上實現此理，而實踐是心上之事，故其求事理於外之事即是外於此心之事，因此是告子的義外之義。王陽明當然是誤解朱熹，但其說「至善是心之本體」之義，即是預設形上學的性善說，以此性善之本體發為心行實踐之工夫，此亦同於孟告之辯中的孟子以仁義為內之說之意旨，可以說陽明是在談主體實踐的工夫是為由心體內發出的本體工夫論，而朱熹是在談社會實踐的事務客觀處理原則，問題不同，義外之說卻是一記重擊，應為朱熹辯析，陽明此說暢快淋漓，卻于文義的客觀認知有所偏差，對朱熹是一大誤解。

就分裂知行言，參見：

傳習錄上：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日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本文不是直接批評朱熹理論，而是對朱熹先知後行說在後人的曲解下的不當行為之批評。朱熹理論關心的是治國的事功要先講究方法細節才能去實行，以免遺誤了天下事。一般人的毛病是不去實踐卻藉口要先知道方法細節再來實踐。王陽明關心的是，真正在實踐上產生障礙的是自己的私心，因此就已經知道的道理去實踐之後，接著還是會產生私欲，這時就要繼續克制私欲，所以才說「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依朱熹，是要先知道往哪裡走，才去走，這就是外在事物的客觀知識說。王陽明談的是自己的私心私欲，要碰到了威脅利誘之後才會引發出來，出來就克制即是，未出來前也發覺不到，因此「今人於己知之天理不肯存。己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陽明問題方向與朱熹不同，因此命題重點就不同於朱熹，不可謂陽明有不同於朱熹的工夫理論，只能說陽明有不同於朱熹談知行問題時的問題意識，至於就陽明的問題意識而言，朱熹亦不會反對其說的。又見：

傳習錄上：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茍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為。如夔之樂，稷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為，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名物度數」之講求即是朱熹先知後行的問題意識重點，陽明亦不反對，只是更關切「成就自家心體」的問題，亦即是否在主體心行上立志實踐的問題，至於「名物度數」，「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在《大學》中的知所先後即是格物致知為先，至少是朱熹及其他陽明以前所有儒者的共解之意，包括象山亦持此解。《大學》確乎言於先後之道，而陽明之先後卻是先立志於主體則自然能於用上求知，故而格物致知變成致良知，幾乎就是誠意正心之意。對於陽明，人生的苦難磨練無一不是良知發動而後度過艱難，他自幼聰穎過人，名物度數從來不是問題，倒是在道德實踐的過程中遭受無限的痛苦時是否仍能堅持仁義之心才是真正的問題，因此堅持仁義的本體工夫才是他以為的先後之先，因此要求做本體工夫以提起主體亦即致良知才是他所關切的工夫實踐之重點。不能說他與朱熹有對立的意見，但也不能說他與朱熹有共同的核心問題，同時也不能追究何者才是《大學》正解，只是一部《大學》同時被不同的問題意識及思路觀點所詮釋而已。

    就沒有實做工夫而言，參見：

傳習錄上：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教，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絕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晚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晚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即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本文直接批評朱熹「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而不能「先切己自修」，筆者不同意此項批評。「考索著述」是為了知識傳承，本身即是儒門的大事業，有講明有踐履，都是重要的事。至於於講明之際，亦必有多少「切己自修」之反省事業在，「切己自修」指得「考索著述」是反省善惡諸念，這就是陽明要強調的本體工夫，朱熹之能夠「考索著述」是站在多少「切己自修」的意志上千錘百鍊而出來的實功。至於朱熹多有書信言及自己修心反省得不夠之事，此事陽明豈不亦然，只陽明在事功上切己自修，而朱熹在著述的生活歷程中切己自修，觀於朱熹的一生亦不少動心忍性的磨難，即如王陽明所言之「知即是行，行即是知」之本意，求知的著述生涯即是實踐知識傳承的行動。王陽明僅注意及朱熹提出修養不夠的反省意見就以為這才是朱熹真有實踐的證明，甚至發為《朱子晚年定論》之書，筆者不以為然。論斷他人的實踐是不容易的，研議他人的理論才是有明確工作對象的，朱熹的理論有不同於王陽明的問題意識，因而有不同的命題主張，不必因為反省自己的修養不足，即改定哲學意見，這是不同的範疇，是陽明自己混淆了。

    就析心理為二言，參見：

傳習錄中：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學者，指為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為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為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為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合心與理而為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本文批評朱熹的格物說，是即物窮理，故而析心理為二，是告子義外之說。而陽明自己的格物致知說，是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理，是合心與理為一。此說十分典型，是陽明說朱熹的精要之詞。其中析心與理為二之批評，即是以朱熹乃求理於外在之事務，即如求孝親之理於其親，然而此心未發，則無有孝親之行。因此是析心與理為二。這樣的說法真是陽明自己的創造性誤解，完全不在工夫次第義之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脈絡中閱讀文義，朱熹求理於事物之中是為處事之知之需，此事極為重要，陽明天資過高，可以忽略，但眾人皆不能忽略之，否則即是冥行妄作，認真求之知後繼之以誠意正心，更繼之以修齊治平，而為所有資質者之成聖工夫的完成，陽明何需發為言論批評此說？命題之意涵不決定於後人之妄行，陽明竟以後學者之妄行以定義朱熹之哲思，豈合理乎？

十三、結論
討論王陽明知行哲學問題，主要涉及的重要觀念即如上述，但是討論王陽明整個哲學思想的要項就還不只此，仍應包括：人與天地萬物一體的本體宇宙論、近似唯心論的人與天地萬物之關係、對道佛工夫論的看法、以及許多他對弟子教學活動中的特殊風格。此外，朱王關係之衡定，與王陽明哲學在當代的討論意見之反省兩項尤為重要，此二項尤其直接關連。當代新儒家牟宗三先生對朱熹的批評意見，幾乎已盡現於陽明哲學中，析心理為二、義外說、割裂知行三項為其大者，然而特別的是，牟先生以性即理與心即理兩分朱王的架構，卻在陽明哲學中同時出現且呈現完美的融合，顯見陽明雖不主要討論形上學存有論問題，但對存有論進路說的性即理和工夫論進路說的心即理卻不至於混淆，要說清楚這個差別，此誠有賴哲學基本問題的分析架構之功。
傳習錄上：【98】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庵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庵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羲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

� 王陽明哲學是沒有知識論意義的，這是哲學史的傳統課題。但是對王陽明哲學研究的方法卻是有知識論意義的，這是當代的課題。參見勞思光先生言：「陽明學說根本未有知識論一面之探究也。」頁410。《新編中國哲學史三上》。


�：「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傳習錄下。


� 參見，傳習錄中：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壬呈昍之精，安可形象方斫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即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 年譜二十七歲錄：「先生談養生」。


� 如王龍溪開其端，羅近溪承其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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